
传记电影，熠熠生辉、光彩照人。这是

一种描叙真实人物的个性及生平事迹的影

片，它建基于事实之上又略有升华。因此，

它的审美价值、历史意义、心理功能和教育

作用，是无与伦比的。传记电影恪守事实的

真实，具有历史属性。它可以是历史电影的

一个分支，但又不同于历史电影，因为它关

注的是人物的个性。传记电影“不是这种鸟

瞰式俯视而抓其经脉，而是特写式聚焦。焦

点始终对着孕育意蕴的细节——传记事实

和自传事实。翻覆如云的情感、变幻莫测的

心理、大难临头的危机都被一一剪辑制作”，

然后展现给观众的“是一部个性历程的电

影”。［1］真实是传记之本。胡适指出：“传记最

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2］虽然以人物为原

型，但是没有出现真实姓名的电影不能算作

传记电影。

传记电影在英美影坛一直非常活跃，而

且长期占据着显著的位置，备受英美电影

人、观众和奥斯卡金像奖的青睐。2019年，

传记电影《绿皮书》《波西米亚狂想曲》《宠

儿》获得奥斯卡金像奖，获得提名的《黑色党

徒》《副总统》也是传记电影。与此形成强烈

反差的是，传记电影在中国当下影坛不仅创

作数量较少，而且鲜有精品出现，成为高冷

和小众类型。中国传记电影的发展远远滞

后于英美国家。

一、20世纪中国传记电影的三次创作风潮

中国传记故事片创作最早可追溯到《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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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生》（1921），该片在剧作上“追求电影故事

与生活实事的酷似”，［3］使用形似原型人物的

非职业演员扮演，人物造型和表演力求显得

真实可信。影片致力于追求真实性的意识使

其与传记电影“纪实传真”的精神相通，初具

传记电影的形态。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

古装电影拍摄潮流兴盛，激烈的商业竞争又

催生了一些历史电影的出现。其中，《朱洪

武》（1927）、《杨贵妃》（1927）是根据史实改编

的传记电影，注重发掘人的价值，拓宽了表现

的题材。这些传记电影中的人物、事件在历

史中有迹可循，创作者的制作态度较为认真，

服装、化妆、道具、布景均较为讲究，尽量符合

人物身份和剧情发展，耗费的资金成本较高，

客观上扭转了中国早期电影的欧化倾向，促

进了中国传记电影的民族化发展。

传记电影创作的第一次风潮出现于

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的上海“孤岛”时

期，电影创作者们选取讲述那些反抗黑暗统

治、跟邪恶势力斗争和保家卫国的历史人物

事迹，在乱世国难中表达对传统美德、民族

精神的建构与坚守。《貂蝉》（1938）、《木兰从

军》（1939）、《武则天》（1939）、《葛嫩娘》

（1939）、《西施》（1940）、《岳飞尽忠报国》

（1940）、《苏 武 牧 羊》（1940）、《梁 红 玉》

（1940）、《李香君》（1940）、《香妃》（1940）、

《孔夫子》（1940）、《洪宣娇》（1941）等影片就

是在这种乱世背景下创制的，颂扬了可贵的

民族气节和高尚的情操，抒发了壮烈的爱国

主义精神。当时的评论认为，“花木兰代父

从军，果然足以启发妇女们英勇的情绪，而

梁红玉击鼓退金兵，也是以拨动着现代妇女

前进的心弦”。［4］这些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

国影片给时代以积极的影响。其中，《武则

天》和《孔夫子》已经自觉地重新塑造人物的

个性，努力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宋人

修的新旧《唐书》把武则天的罪状归结为三

条：一是在李治死后私生活荒淫无耻；二是

篡夺李唐政权，改国号为周；三是任用酷吏，

严刑峻法，乱捕乱杀。后来的稗史小说、林

语堂的《武则天正传》、宋之的话剧《武则天》

都把她作为一个异类加以排斥、批判和谴

责。编剧柯灵认为：“史料与传说提供的只

是一副没有血肉的骨架，一个被形容得残暴

阴险、淫荡无比的女性。”［5］234他勘定剧本的

思想重心：“是一个被压迫女性对环境的反

抗与报复。但驱使她行动的是人类的本性，

而不是经过澄滤和磨炼的、清醒的政治意

图。我不想把她写成一个宏图卓识、澄清天

下的女政治家。”［5］235柯灵着力剪裁、缝补、点

染，用了许多对照和烘托，结果使得“武则天

的骄横狠毒过于刺目”，［5］236而背景则模糊不

清。《孔夫子》以春秋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

的一生事迹、学说和人格为主要内容，意在

扫除几千年来的积尘，还孔子一个本来面

目。影片参考《论语》《礼记》《史记》《春秋》等

史料，主要从“杏坛讲学”“夹谷会盟”“子见南

子”“周游列国”“孔子归鲁”等历史事件来塑

造孔子忧国忧民、愤世嫉俗、正气凛然、孤独

高远的形象。全片多次出现对“乱臣贼子”的

批判，呼吁“诛尽奸乱兮逐豺狼”，贯穿着一股

矫正天下的刚正之气，整体庄严而肃穆，让人

心生敬意。这是一部成熟且深刻而真实的传

记电影，对历史事实、传记事实的阐释带有历

史意识，并且起到针砭时弊、批评世俗、激浊

扬清、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传记电影进入新的发展

时期，成为处理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

重要样式，出现了第二次创作风潮。《中华女

儿》（1949）根据八女投江的史实改编，开启

了缅怀革命英烈、弘扬爱国精神的新篇章。

《刘胡兰》（1950）、《赵一曼》（1950）、《上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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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营》（1950）、《董存瑞》（1955）、《狼牙山五壮

士》（1958）、《雷锋》（1964）、《白求恩大夫》

（1965）等纪念性传记影片号召全国各族人民

要以革命英雄和英雄模范人物为效仿的榜

样，全身心投入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

去。《武训传》（1950）批判运动告诉文艺界：不

是任何人都能成为影片描写的中心人物，一

定要创作有教益的、描写为本民族争光即引

以为荣的人物。在力求使传记电影具有思想

性、真实性和人民性基础之上，追求艺术手段

上的新鲜感和独创性。当然，这也意味着绝

不可以任意解释或歪曲农民革命战争等历史

事件，要认识并反映真正的历史趋势和历史

进程的方向。1953年 10月 1日，中央电影局

制定并下发了《1954—1957年电影故事片主

题、题材提示草案》（简称《草案》）。《草案》就

古代和近代历史与相关历史人物传记方面的

主题、题材作出了具体而详细的提示：“ 1.表
现中国历史上太平天国，元末明初的农民起

义，描写农民革命的领袖的传记，描写他们对

统治阶级的仇恨，他们强大的反抗精神和卓

越的组织才能，显示出农民革命对于推动历

史前进所发挥的积极作用；2.表现中国历史

上的民族英雄，描写他们的爱国主义、民族气

节和英雄的行为。例如：岳飞、戚继光、林则

徐、秋瑾等等；3.表现历史上伟大的人民的文

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描写他们的高度的爱

国主义思想，为人民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与反

动势力战斗不懈的高贵品质。例如：屈原、杜

甫、鲁迅、聂耳、冼星海、詹天佑、李时珍等

等。”［6］《草案》对传记电影的言说范围做了详

尽的规划，尤其是落实到古代史、近代史上具

体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身上。这就严格限

定了传记题材的表现对象和描写内容，带来

电影创作上必然的束手束脚。

在上述《草案》的指导和规范化监管之

下，“十七年”时期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几部反

映古代历史和近代历史题材并寻找历史先进

人物的影片，如《宋景诗》（1955）、《李时珍》

（1956）、《林则徐》（1958）、《聂耳》（1959）。《宋

景诗》是为了让当时被批为“污蔑农民革命斗

争”的《武训传》学习先进典型、树立正确历史

观、价值观而拍摄的。影片为此不惜美化和

粉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投降和镇压农民起

义等史实，以渲染和拔高农民革命战争的历

史作用和教育意义。这些传记电影叙述历史

人物的重要社会活动及其历史功绩，避而不

谈历史人物的私生活、爱情故事。既不着力

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也不揭示和反映他们

受到历史局限的内心斗争。为了使情节完

整、结构严谨、主题清晰、思想性明确，电影创

作者们进行了推测和虚构，组合搭配历史事

件，贯穿着一条进步的新事物与反动的、衰亡

的旧事物之间斗争的主线，让观众从新旧势

力斗争中找到把握正确方向的历史英雄的典

型形象。在此逻辑指导之下，历史人物性格

特征选择的原则服从于对社会历史活动建构

的重要性，历史事件选择的原则服从于对历

史进程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进入新时期，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改革

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人的个性得到越来越

多的重视，电影艺术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

日益加强，从而涌现出了第三次传记电影创

作风潮。这批描写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并发

挥其推动历史进步作用的历史名人的传记

电影上映后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为了

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端正思想路

线，新时期的电影创作者们不仅将新中国成

立前牺牲的中共高级将领的功勋业绩和生

平故事搬上银幕，还将曾遭受“四人帮”打

击、迫害或挤压的中共领袖人物和高级将领

在革命年代的光辉业绩予以歌颂，如《拔哥

储双月 中国传记电影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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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1979）、《吉鸿昌》（1979）、《曙光》

（1979）、《元帅之死》（1980）、《刑场上的婚

礼》（1980）、《血沃中华》（1980）、《梅岭星火》

（1982）、《贺龙军长（1983）、《陈赓蒙难》

（1984）、《陈 赓 脱 险》（1984）、《夏 明 翰》

（1985）、《少年彭德怀》（1985）、《彭大将军》

（1988）、《叱咤香洲叶剑英》（1990）、《青年刘

伯承》（1996）、《故园秋色》（1998）等。《毛泽

东和他的儿子》（1991）、《周恩来》（1991）、

《毛泽东的故事》（1992）、《刘少奇的四十四

天》（1992）展现了日常生活化、平民化的中

共领袖人物为国家安危、社会主义建设和发

展做出的贡献。在人民史观视野里，默默无

闻的广大人民群众及其历史活动被史无前

例地突出和观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

全面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民群

众是历史行动的主体，拥有历史的主体地

位，这种从阶级身份出发判断历史作用的思

维逻辑使得以往备受推崇的古圣先贤、帝王

将相、才子佳人、仁人志士等在 1949年以后

的传记电影中几乎销声匿迹。到了新时期，

电影创作者开始选择那些不被视为推动历

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历史人物作为影片观

照的主角来进行历史叙事，如《李清照》

（1981）、《毕昇》（1981）、《革命军中马前卒》

（1981）、《知音》（1981）、《秋瑾》（1983）、《廖

仲恺》（1983）、《张衡》（1983）、《谭嗣同》

（1984）。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积极健

康的社会心态逐渐形成，社会开始以开放、

包容、博大的胸怀接受历史人物和解释中国

历史，如《孙中山》（1986）、《成吉思汗》

（1986）、《非常大总统》（1986）、《直奉大

战 —— 冯 玉 祥 在 1924》（1986）、《张 骞》

（1997）、《国歌》（1999）、《我的 1919》（1999）。

这些被压抑的历史人物或被遮蔽的历史事

件，作为“被遗忘的存在”或“历史创伤的在

场”而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历史叙事中

得以敞亮和聚焦。也就是说，电影创作者采

取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一种历史眼光，即弱化

政治历史维度的意义来还原中国历史人物，

通过对人物在历史情境中的心理状态、精神

面貌和内心活动进行描写从而来表现人物

性格品质，这就使得中国传记电影的创作提

升到了一个充满人文情怀的高度。传记电

影中的传主身份已不严格限定在杰出人物

身上，而从著名人物转变到知名人物，再聚

焦到女性人物身上，甚至臭名昭著的历史人

物。《末代皇后》（1986）、《两宫皇太后》

（1987）、《最后一个皇妃》（1988）、《杨贵妃》

（1992）、《画魂》（1994）展现了女性作为生命

个体与历史车轮的同向转动或反向转动，有

些女性命运在滚滚红尘裹挟中渐行渐远，有

些则抵挡住了名利纠缠而没有迷失。《一代

妖后》（1989）、《川岛芳子》（1989）、《大太监

李莲英》（1991）是当时备受争议的排异性传

记片，这些电影将在情感和认知上具有较强

排他性的反面历史人物作为传主，讲述了人

性在黑暗的现实、沉重的历史中是怎样沉沦

的。《焦裕禄》（1990）、《蒋筑英》（1993）、《孔

繁森》（1995）、《离开雷锋的日子》（1997）作

为英雄模范人物和楷模的传记电影，将苦情

伦理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其目的是为了培养

人民大众的社会化素质、道德素质和业务素

质，提高热爱祖国和勤恳工作的自觉性和主

动性。

二、21世纪中国传记电影创作的现状
追踪分析

传主的身份决定着传记电影的主题，也

决定着拥有怎样的观众群。传记电影根据

传主身份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纪念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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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以此来铸造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

和人民自由幸福的革命先驱、领袖和将帅人

物的纪念碑，让观众产生缅怀和崇敬之情，

如《相伴永远》（2000）、《毛泽东与斯诺》

（2000）、《毛泽东在 1925》（2001）、《邓小平》

（2002）、《毛泽东去安源》（2003）、《我的法兰

西岁月》（2004）、《风起云涌》（2004）、《邓小

平·1928》（2004）、《和 平 将 军 陶 峙 岳》

（2009）、《竞雄女侠秋瑾》（2011）、《百年情

书》（2011）、《秋之白华》（2011）、《第一大总

统》（2011）、《刘伯承市长》（2012）、《周恩来

的四个昼夜》（2013）、《出山》（2018）、《周恩

来回延安》（2019）。《我的法兰西岁月》《邓小

平·1928》《竞雄女侠秋瑾》《百年情书》《秋之

白华》《第一大总统》纷纷转向青春片、爱情

片、动作片、惊险片等商业类型片寻找突破

口；《邓小平·1928》《竞雄女侠秋瑾》《百年情

书》《第一大总统》还渲染了惊心动魄的武打

和战斗场面。这些影片讲述了硝烟弥漫的

动乱年代里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革命先驱

们不管血雨腥风的惨烈，依然展现了风雨同

舟、肝胆相照的同志情谊。《相伴永远》《竞雄

女侠秋瑾》《百年情书》《秋之白华》《第一大

总统》皆采取在大时代中正面描写传主的恋

爱婚姻、家庭亲情等私人生活，给人以真实

的情感触动和浪漫的激情，让人感受到生命

在大地上存在的回响，清新而亲切。《相伴永

远》以李富春和蔡畅之间坚贞专一的爱情为

主线，讲述了两位地位相当、经历相似的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跌宕起伏的政治人生

和高尚情操。这些影片都有一根浓浓的情

感红线穿行于政治人物的革命活动和人生

历程之中，突出表现历史洪流中他们的人格

力量和道德精神。

《毛泽东与斯诺》《毛泽东在 1925》《毛泽

东去安源》《我的法兰西岁月》《邓小平·

1928》《刘伯承市长》《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出山》《周恩来回延安》作为专题式传记片，

截取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刘伯承的一段

人生经历或相关联的某一历史事件，将他们

以国家利益为重、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高

尚精神作为主线，讲述了他们充满个性色彩

的革命历程和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上

述影片中，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刘伯承

作为领袖、将帅的感召力，在于他们对那个

自己还在其中扮演着角色的时代，作出了具

有前瞻性的评判。他们以自己的革命实践

直接改变或者说是扭转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作为传主的个人在历史的艰难行进过程中

是起积极作用的，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印

记。无论是 20世纪上半叶还是新中国成立

初期或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都与 21世
纪的当下拉开了距离，“我们就要从阶级和

集体中把个人突现出来，‘恢复’出来，以刻

画他们个性化的精神生活和心路历程”。［7］这

些传记电影不仅突显了革命潮流或历史进

程中人物的精神境界和革命情怀，而且强调

了影片的历史高度和思想深度。

第二类是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

家、医学家、民族英雄等历史名人传记片，这

些影片大多祛除了宣教色彩，专注于人物命

运的刻画。传主不是投身于新兴政权成为

御用神话，而是尽情展现人生价值最大化的

实现过程，依靠才华横溢或卓越功勋立足于

世，如《王勃之死》（2000）、《英雄郑成功》

（2000）、《刘天华》（2000）、《詹天佑》（2001）、

《真心》（2001）、《鲁迅》（2005）、《一轮明月》

（2005）、《吴清源》（2006）、《梅兰芳》（2008）、

《邓稼先》（2009）、《袁隆平》（2009）、《一代大

儒孙诒让》（2009）、《孔子》（2010）、《吴大观》

（2011）、《画圣》（2012）、《钱学森》（2012）、

《萧红》（2012）、《柳如是》（2012）、《天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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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2012）、《黄金时代》（2014）、《启功》

（2015）、《穿过硝烟的歌声》（2015）、《大唐玄

奘》（2016）、《冼夫人之浩气英风》（2017）、

《皇甫谧》（2018）、《河间圣手》（2018）。他们

都是在文学、艺术、国学、教育、科学、医学、

军事、国防等领域很有建树、有成就的知名

人物。孔子、鲁迅、萧红、柳如是、梅兰芳等

人的人生历程中有内心深处的挣扎与突围，

能让人触摸到他们的惶恐和焦虑；邓稼先、

钱学森等其他名人、伟人一生都是有方向、

有意识地前进，没有彷徨，没有内心矛盾。

如果让他们重新选择，仍然会走原来的路，

国家因有这样的人才而荣幸。《孔子》《鲁迅》

《王勃之死》《一代大儒孙诒让》《一轮明月》

《梅兰芳》《萧红》《黄金时代》展现了传主卓

尔不群的意志和起伏跌宕的命运遭际，尽显

幽独超逸的风姿、高洁淡远的趣味与傲岸的

形象，凸显了中国文人自古以来的风骨、气

质和智慧。《钱学森》有心拍成流传千古的鸿

篇巨制，而且具有显而易见的动机诉求和矛

盾冲突，但因有家人和后人门生健在，思想

受到束缚，放不开手脚，敏感的地方浅尝辄

止，没有深入下去，导致只是浮光掠影地涉

及一下，没能很好地解答观众心中的疑惑。

前半段钱学森在美国被幽禁最终得以争取

到机会回国拍得惊心动魄，而在后半段“文

革”时期的遭遇稍显简略或一笔带过，没有

切中要害。因而，人物形象显得有些扁平，

没有触及传主内在深处的思想洗礼或灵魂

审判。相比较而言，《邓稼先》并不避讳传主

的“文革”遭遇，而且增加了其在美国工作的

好友杨振宁的对比线索，使事件内容更加集

中完整、充实饱满，具有不容忽视的社会意

义与历史认识价值。

第三类是把传主当作人民公仆来学习

的英雄、模范、先进典型人物传记片，这类纪

念性传记电影带有鲜明的宣教色彩，如《郑

培民》（2004）、《张思德》（2004）、《生死牛玉

儒》（2005）、《任长霞》（2005）、《大爱如天》

（2007）、《吴运铎》（2011）、《杨善洲》（2011）、

《郭明义》（2011）、《吴仁宝》（2012）、《神探亨

特张》（2012）、《警察日记》（2013）、《为了这

片土地》（2015）、《仁医胡佩兰》（2016）、《南

哥》（2017）、《李司法的冬暖夏凉》（2017）、

《苏庆亮》（2018）、《李保国》（2018）、《文朝

荣》（2018）、《黄大年》（2018）、《李学生》

（2018）、《天慕》（2018）。这些各行各业的先

进模范人物都具有身先士卒、不甘示弱的优

秀品格，有敢于和困难进行顽强拼搏的毅

力，把坚贞不屈的性格应用于工作，甚至把

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事业。上述影片建

立了求真务实、崇尚实干、狠抓落实、加油鼓

劲的正向激励体系，树立了体现勇担当、善

担当、乐担当的鲜明导向。这类纪念性传记

电影充满中国特色政治伦理的味道，彰显出

传主内在道德修养与外在行为的善，亦即传

主的政治行为在各种场合中都要求符合伦

理道德。作为主旋律影片，这类传记电影提

倡践行党员干部清醒自觉的政治伦理意识，

是为了维系当下社会政治的道德性和秩序

性。然而，由于创作者没有把传主当作普通

人的肖像画来描绘，没有把影片的世界与现

实的世界拉开一定的距离，重叠太广，细节

雷同太多，致使观众无法进入审美的世界。

正因为急于让观众产生崇敬型认同，而好人

好事型故事情节恰恰又难以让观众产生情

感上的共鸣，所以最终落落寡合。

三、问题与对策：中国传记电影创作的出路

优秀的传记电影往往将记事描述和论

断阐释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叙述和阐释之

间把握好分寸感和平衡点。传主的生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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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不能是五脏俱全式罗列，否则就显得拖

沓、干瘪，让人感受不到血肉的饱满和生命

的气息；阐释也不能过于汪洋恣意，否则就

让论断和识见压倒了事实，即言过其实，不

能让人信服。

第一，重思想表达轻娱乐、观赏、艺术，致

使一些纪念性传记电影因缺乏看点和想象力

而失去观众，没有社会效益。当前英模传记

电影仍然“存在着移植英模原型、简单复制生

活的缺憾，对英模人物的命运典型化、艺术化

地刻画不力，塑造艺术形象的力度不够，以及

创作上的投机心理”。［8］英模传记电影、领袖将

帅传记电影是纪念性传记电影的常见样式。

纪念性传记电影的主题表达不能过于直白浅

露，欠缺广阔的联想空间。当前纪念性传记

电影大多不被主流观众和市场认可，原因在

于纪念性传记电影牢记要为传主树碑立传的

使命，这种“歌颂体”作品往往会陷入曲高和

寡的尴尬局面。纪念性传记电影要在当下主

流观众群体中产生吸引力，不仅仅要寻求普

遍的历史因果规律，还要对存在于历史领域

中的特殊事物作出艺术性把握，并就历史领

域中分辨出来的特殊性特征作出判断。以此

观之，创作者的使命除了在历史政治视野里

揭示普遍性的历史因果规律之外，还要聚焦

于事实的特殊性层面，这样观众才能把握传

记电影的本质特征，进而明白长期以来困惑

创作者的根本问题。因此，不能受功利主义

影响，只注重宣教功能而轻视传记电影的商

业属性和艺术属性。纪念性传记电影如果仅

仅通过歌颂并塑造民族英雄和模范人物，达

到教育人民的目的，那么就会沦为歌功颂德

的工具，成为简单的宣传品，离观众越来越远

了。因此，务必更新创作观念，勇于面向市

场，不以政府扶持为倚靠，正确处理政治与商

业、艺术之间的关系。

第二，传记电影是“人的专史”，因此传记

电影不能沦为“历史大事记”，还要正确阐释

创作者对传主的理性认识。“人物”是“材料”，

是手段，历史和时代才是终极目的。观众观

看传主命运的跌宕起伏、情感世界的百转千

回，是为了从传主的人生经历中获得人生经

验的感悟、人类智慧的积累。这些都需要创

作者在对人物的演绎或对传主的层层剥笋过

程中提供真知灼见。创作者揭示那段历史领

域内的现象和事件，是为了不能与已逝的历

史保持“同样的永恒的缄默”，而是从中获取

一些慰藉、忠告和帮助。人们如若从谦虚谨

慎、实事求是中获取力量，就足以完成所有社

会的文明发展和文明进程所赋予的任务，足

以对历史的错误进行有效的控制。在现代进

程中反观混沌状态的历史领域，是为了拨开

弥漫于混沌状态的历史领域中的雾霭，以便

反思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同时，还为现

实社会提出更具合理性的概念或曰理性精

神，以便人们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命运，为历史

赋予意义并且指明方向。这就是创作者借助

电影这一现代媒介手段，对其所理解的历史

世界或现实处境进行一种艺术化表达。

第三，传主是创作者客观冷静的观察对

象，创作者不能与传主的情感紧紧捆绑在一

起，致使创造者本人的历史在场性削弱了电

影文本的审美场。因此，不能把传主拔高为

神,而是应该把传主当作普通人的肖像画来描

绘，兼顾个人性与生活中的戏剧性。《孔子》

《梅兰芳》《大唐玄奘》等认同性传记电影没有

仅仅着眼于建立崇敬型认同，而是让观众产

生体验型认同。观众与传主的生活世界已经

拉开了距离，没有重叠，这样就极易让观众进

入传主审美的世界。关键在于要把人的本性

浓缩到肖像画里，着力突出人物性格和精神

气质，写出那些最具有代表性的东西。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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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契合观众的审美偏好。观众想要看到的

不是简单的、实实在在的一棵树，而是要欣赏

到具有审美距离的一幅画或作品。

第四，传主背后的时代不着痕迹或似有

似无，这也是传记电影创作的误区。观众观

看传记电影，除了了解传主个性之外，还希望

能够审视历史中的人性，回顾一个时代的印

记。由“一个人表现一个时代”，帮助观众认

识传主所处的时代或政治历史背景，其目的

不是强调人的不可认知性，而是凸显认识传

主的有效途径。通过认识外在的客观世界，

来更好地认识传主内在的主观世界。因此，

传记电影不能仅仅拘囿于讲述传主的生活经

历、精神境界，还要提炼出他所处时代的精

神，将信息准确地传递给观众以帮助观众认

识复杂的环境和事物。传主与时代之间的关

系、传主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是传记电影的一

经一纬。只有详细地把传主与时代、传主与

他人的关系等重要问题阐释明白，通过一经

一纬、一横一纵的记述，才能勾画出传主的整

体轮廓、精神气质和动态发展趋势。事实上，

这是健康的现实主义传统，就是要真实而准

确地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心理，选择那些最有

特色的事件和最为典型的人物特征来描述，

达到个人命运与时代风潮的契合。

第五，“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的思想作祟，封建思想、传统道德观念、政治

意识形态成为长期以来束缚中国人思想心

性的樊篱和桎梏，从而拘囿了传主和题材选

择的自由。因有传主政治身份尊卑的忌讳，

与英美传记电影相比较，中国传记电影的传

主选择非常单一，思想禁锢，束手束脚。革

命英雄、领袖将帅、英雄模范作为“完人”常

常成为传记电影的座上宾，捎带一些孔子、

玄奘、鲁迅、梅兰芳、李叔同、萧红等历史文

化名人，反面人物和具有争议性的非正面人

物很少被立传。传记电影时常成为“重大革

命和重大历史题材电影”“历史片”“献礼片”

“好人好事片”的代名词，在类型电影中没有

像英美传记电影那样占有十分重要的一席

之地。长此以往，不仅在国内市场站不稳脚

跟，更谈不上走出国门。突破狭隘的题材意

识，树立正确的类型观念，与其他类型进行

融合是当前传记电影创作的重要出路。《孔

子》《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英雄郑成功》与战

争类型相融合，《竞雄女侠秋瑾》《邓小平·

1928》与动作类型相融合，为影片增添了很

多戏剧性张力、趣味性和神秘感。这些影片

都率先做出了值得肯定的探索。

传记电影只有敢于甩掉政府扶持的拐

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要承载过多的

宣教功能，正确把握和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

真实的关系，以及政治性与商业性、艺术性

的关系，有机地融入其他类型因子，坚持中

国特色与世界眼光的原则，高点定位，才能

走出一条真正属于传记电影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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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Chinese Biographical Films:
History，Present and Reflections

CHU Shuangyue
（Institute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rt，Chinese Academy of Art，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Biographical films focus on individuality of characters，aiming at presenting the audience the
track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biographical films lies in recording actual events，
thus giving priority to the authenticity of facts. Chinese biographical films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main‐
stream ideology and confined to ideological shackles，which leads to excessive doctrine teaching. That is why
Chinese biographical films lag far behind films of countries like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get
on the road to success，Chinese biographical films should reduce preaching，be independent of government
support，correctly handle politics，business and artistry in biographical films and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and artistic authenticity so as to produce stable“genre films”.

Key words： recording actual events；commemorative biographical films；biographical films for ac‐
knowledgement；heterogeneity-excluded biographical films；genre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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